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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取证罪根源探析 

聂立泽 

  在分析暴力取证罪产生的根源之前，先请我们回顾一下发生在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与新《刑法典》

颁行后的一个发人深思案例。 

莒县东莞镇大池庄村民刘桂安，于1995年6月因强奸罪（未遂）被莒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村民胡

秀娟在该案中作为证人依法出具了证言，刘因此对胡怀恨在心。1998年1月，刘桂安被减刑释放回村后，就

扬言报复胡秀娟：“不是你作证，我怎么会去坐牢！我早晚要收拾了你！”胡秀娟和丈夫分别找过村治保

主任、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还找过东莞镇派出所寻求保护。但是，面对刘桂安的种种威胁，村干部

和派出所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的保护措施。1998年7月9日下午，胡秀娟和8岁的儿子均被刘桂安用锄头猛砸

头部致死。 

刘桂安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赔偿死者胡秀娟丈夫刘法本共2.9万元。但是，刘在杀人之前预谋许

久，他不仅安排一家老小全部外逃，还把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变卖、转移了，使得法院做出的2.9万元的判决

成为一纸空文。拿到法院判决的刘法本悲愤地说：“我老婆为帮助政府丢了命，还赔上了我们的儿子。难

道政府不能给我点补偿吗？”审判长说：“从感情上说，政府应该给予相应补偿。但从现在法规上，又确

实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所以无法赔偿。” 

法律未能给证人以切实的保护，而证人因此遭报复被杀害，又令此案举证困难重重。莒县公安局刑警三队

在案发两个多小时后感到现场，得知目击证人5、6个，于是一户一户分头寻找证人，结果，当天下午一个

证人也没找到，所有的人都说没看见。 

有一位村民竟然一边推公安，一边说：“俺就是看见了，俺也不敢告诉你们。因为他（指刘桂安）要是死

不了，俺就得死。” 

以上这个典型案例表明，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正因为如

此，谁都不愿意出来作证，再加上证人证言在诉讼中所具有的特殊的作用，这就给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

员采用各种各样手段非法取证，包括暴力取证行为留下了一席之地。以下以证人不愿作证的原因为逻辑起

点，来探讨暴力取证罪产生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缺陷上的深层次缘由。 

 

一、暴力取证的社会根源 

 

在现实生活中，证人为什么不愿作证,害怕作证，甚至逃避作证？证人作证后为什么往往会受到报复？对这

一问题的正确回答无疑就包含着暴力取证罪的根源之一。 

我们认为，这中间首先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人们往往认为，被害人因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出于

自我保护，依法向司法机关控告并提供证据，是天经地义的。原告起诉也基本如此。至于鉴定人、勘验人

鉴定、勘验并作出结论，基本上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从道义情感上无可厚非。唯独证人，法律虽然规

定其有作证义务，但却没有强制性规定。这样在有些行为人看来证人可以出面作证，也可以不出面作证。

尤其是那些与诉讼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证人。而一旦这些人出面作证了，证言对一方不利，那么，不

利的一方从感情上就无法接受证人的行为，认为自己无端地受了证人的伤害，及容易对证人产生仇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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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进而采取打击报复行为。 

再加上中国传统上素有厌讼、耻讼心理，这样，证人不愿作证与证人作证后会受到报复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就个体原因而言，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证人法律意识谈薄，认为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与

自己无关，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愿作证，有的证人则是因路费、误工费得不到补偿而不愿出庭作

证，有的则是因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是熟人关系，碍于面子而不愿作证，如此等等。 

以上这些原因的存在，就成为追求打击犯罪和破案效率的直接障碍，为了排除这种障碍，暴力取证也就在

所难免。 

 

二、暴力取证的制度根源 

    

    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在刑事诉讼中的规定了少量的自诉案件，总体上来看，刑事诉讼中的公诉权

是被国家所垄断的，这样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也就主要有司法机关来承担，所以，绝大部分暴力取证案件

都发生在刑事诉讼中，这里仅就刑事诉讼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突出打击犯罪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上存在的不合理的价值取向是导致暴力取证的最

根本的原因所在。 

从诉讼价值取向上来说，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突出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模式上就表现为

强职权主义色彩。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引进并吸纳了有利于保障人权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

一些措施，但总体上来看，新的《刑事诉讼法》依然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这一规定将证人作证的义务的相对方确定为公检法机关，就使得侦查机关和起诉机

关的活动缺乏司法控制，这也是实践中经常发生侦察或者起诉机关侵犯证人人身权利事件的根本原因。更

重要的是，由于司法工作人员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作法在短时期内尚难有较大的改观，这又

使得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初衷及预期的功效大打折扣。 

其次，我国目前尚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程序，也是暴力取证得以存在的重要根源之一。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保障查明证据的前提，同时还是贯彻落实国际条约并实

现与国际刑事诉讼制度接轨的需要。1986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该公约对我国生效。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过

程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适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

证据。”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

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

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

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同时，我们也注意到，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

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第265条中指出：“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

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根据以上规定，可以认为我国在刑事诉讼制度上已经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

于该规则尚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以至于几乎没有任何操作性可言。有学者对北京、海南、河南、河北、

山西、吉林等省、市部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显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起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的操作实例。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使《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深入人心并

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实现，尚需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共同努力。 

    最后，缺乏切实可行的证人保护与补偿等一系列完整的措施，证人客观上无法作证，是导致暴力取证

的不断发生的又一重要原因。 

    基于证人证言在诉讼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大陆法系抑或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律上都十分重视

对证人权利的保障。以证人的特殊保护权为例，据称，自1971年美国出台《证人安全方案》以来，由美国

司法部警察署负责实施并成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局，到目前为止，已有2万多名证人得到了保护或者安全转

移。据美国有关部门提供，受到保护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使89%的被告人定罪。实践证明这一独特的证人保护

方案已经成为司法部门的一种宝贵工具，确保了证人敢于出庭作证而不受打击报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认为，建立证人完整的保护制度，虽然从短期来看可能所投入的成本是高昂



的，但是，它不仅是一种保护证人的最有效的途径，同时由于它解除了证人的后顾之忧，使证人能够畅所

欲言，这又使得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得以充分的利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办案效率，节省了司法成本，

并充分地实现了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体现司法公正，概言之，从长远来看，证人保护制度是以较小

的投入使得国家的刑罚权顺利实现。与此相反，在我国的诉讼当中，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屡屡发生，虽然

这对个案的侦破是有效的，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这种以侵犯人权为代价来实现国家刑

罚权的作法同刑事法律的价值与机能是相悖的，也是违反宪法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人认为，应当将证人拒绝作证予以犯罪化。这种观点是极为不妥的。因为在我国现

实的生活条件下，人们依法作证的法治意识尚未树立起来，证人作证后可能面临的一系列不利的社会后果

未能得到妥善地解决之前，对证人拒不作证的行为在刑法立法上予以犯罪化就没有期待可能性。从证人角

度讲，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通过提高其觉悟来解决，而不能以罚代教，论罪了之。正像有的论者所言：“对

于正人出庭作证后，证人及其家属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总的来说，政法部门有责任，党委、政府有

责任，有关单位有责任，整个社会都有责任。”既然如此，让证人独自承担不敢作证的全部责任是不公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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